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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发展型国家论的研究传统与中国悖论

宋　 磊

【摘要】发展型国家论中存在两个研究传统：第一个研究传统重视政商关系
和资本形成，流行于政治学和行政学界；第二个研究传统关注政企关系和资源
使用，具有经济学和管理学色彩。在发展型国家论的初创期，分别以主流和潜
流形式存在的两个研究传统相互补充，为发展型国家论的发展提供了空间，连
续的理论突破就是在这样的空间中实现的。在后续发展中，二者渐行渐远，发
展型国家论的理论空间日益狭窄，理论突破的可能性受到限制。这种研究格局
从未被识别，但是对于发展型国家论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
中期之前，每当被引入关于重要新兴经济体的分析，发展型国家论都会经历一
次重要的理论突破。但是，发展型国家论与中国实践的相遇并未带来类似突破，
此即发展型国家论的中国悖论。两个研究传统的疏离是发展型国家论的中国悖
论的成因之一，两个研究传统的统合是推动基于发展型国家论的中国研究的重
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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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问题与分析思路

在后进地区工业化研究领域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发展型国家论正在复兴，基
于发展型国家论的中国研究逐渐增加。实际上，发展型国家论能否实现突破，
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发展型国家论者关于中国———当代最重要的后发国家———的

１

 宋磊，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员。
基金项目：本文的写作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

中的国家理论研究”（１９ＺＤＡ０５６）和北京大学公共治理研究所一般项目资助。



公共行政评论２０２１年第２期

研究能否取得实质性进展（Ｈａｇｇａｒｄ，２０１８：７１ － ７２）。但是，发展型国家论的
中国悖论意味着这种进展未必能够轻易实现。

发展型国家论被引入中国之后，学术界积累了大量研究成果，其中一些具
有很高的价值。但是，更多的研究围绕发展型国家论的适用性、中国是什么意
义上的发展型国家等表层问题展开。这些研究大多零散存在，具有连续性的研
究为数不多，对于发展型国家论的理论框架的发展更为少见。与基于发展型国
家论的其他后进经济体／地区的研究相比较，可以清晰地发现基于发展型国家论
的中国研究的问题。

在２０世纪末之前，每当发展型国家论被应用到关于重要新兴经济体／地区的
研究，都会出现双向突破：一方面，这种应用深化了我们对于这些研究对象的
理解；另一方面，这种应用反过来促进了理论更新。具体来说，如本文第三节
所述，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之前，每当发展型国家论被引入到关于韩国、中
国台湾地区、南美等新的发展中经济体／地区的研究，都出现了基于这些研究对
象的实践的经典研究（Ａｍｓｄｅｎ，１９８９；Ｅｖａｎｓ，１９９５；Ｗａｄｅ，１９９０ ），而这些
研究大大地发展了发展型国家论的分析框架。相比之下，在发展型国家论被引
入中国学术界已经超过３０年的今天，发展型国家论者尚未基于中国实践推出公
认的经典作品，相关研究并未将发展型国家论的分析框架提升到更高层次。本
文将这种现象称为发展型国家论的中国悖论（以下称为“中国悖论”）。

在政经关系———发展型国家论的主要分析对象———方面，中国实践与发展型
国家论早期研究对象的实践既有共性，也有区别。因此，中国悖论的出现既不
是因为发展型国家论不适于中国研究，也不是因为中国实践没有为发展型国家
论者提供新颖的分析素材，而是因为发展型国家论的现有分析框架难以全面涵
盖、有效分析中国实践。

出现中国悖论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发展型国家论研究格局的演变。具体来
说，这一研究进路中存在两个研究传统：一个重视政商关系和资本形成，流行
于政治学和行政学界，可以称之为约翰逊传统；另一个关注政企关系和资源使
用，具有经济学和管理学色彩，可以称之为阿贝格兰传统。① 在早期发展阶段，
分别以显性和隐性形式存在的两个研究传统相互补充；在后续发展中，二者渐
行渐远。初创期的发展型国家论仅仅提供了理论上的出发点，两个研究传统实
际上同时存在，理论发展空间巨大。所以，在这一时期，每当发展型国家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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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发展型国家论文献中，政府与企业关系一般被称为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这
样的表达方式显然包括了政府与企业在“公共领域”和生产领域的关系。本文将“公共领
域”中的政府与企业关系称为政商关系，将生产领域中的政府与企业关系称为政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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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新的重要研究素材，他们总能在两个研究传统支撑的空间下分析这些新素
材，扩展发展型国家论的理论框架。但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之后，约翰逊传
统事实上驱逐了阿贝格兰传统，主导了发展型国家论。于是，这一时期的发展
型国家论日益向特定方向发展，逐渐达到理论容积的极限；而达到极限的发展
型国家论难以有效分析高度复杂的中国实践。中国悖论在研究传统的演进过程
中形成，研究传统的再度变化也是破解这一悖论的重要方向。

第二节论证发展型国家论的早期发展阶段曾经存在两个研究传统，说明为
什么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之前，发展型国家论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地区的相遇
总能带来理论上的突破；第三节回顾两个研究传统如何进入独立发展的状态；
第四节讨论研究格局的演变与中国悖论的关系，试图以行政能力与企业能力为
中心统合两个研究传统，探讨局部化解中国悖论的途径；第五节总结全文。

二、两个研究传统的共存

在发展型国家论的早期发展阶段，存在着相互联系的约翰逊传统和阿贝格
兰传统。在笔者的阅读范围之中，国内外学术界没有注意到这一重大问题。查
姆斯·约翰逊被认为开创了发展型国家论；但是，这一通说存在问题。

首先，约翰逊的研究明显受到了日本股份公司论的影响（Ｊｏｈｎｓｏｎ，１９８２：
８，２１，２６５），而詹姆斯·阿贝格兰则是最早对于日本股份公司论进行讨论的西
方学者。在这个意义上，约翰逊的代表作受惠于阿贝格兰的洞见。众所周知，
发展型国家论最初以日本政府对于战后发展的介入为分析对象。在早期相关英
文文献中，美国商务部发布的关于日本经济体系的研究报告广受关注（Ｋａｐｌａｎ，
１９７２），正是这一研究报告让日本股份公司论流行开来。非常容易被忽视的是，
尽管这一报告以美国商务部的名义出版，但是构成研究报告核心部分的案例分
析是在阿贝格兰的指导下写就的。日本股份公司论存在通俗版和学术版两个版
本。通俗版的日本股份公司论认为日本经济像一个巨型公司一样运行，以通产
省为核心的政府机构是公司总部，各大型企业相当于巨型公司的各个事业部。
学术版的日本股份公司论则认为日本政经关系的本质不是控制与被控制，而是
互动。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商务部研究报告采用的观点接近学术版的日本股份
公司论。细读阿贝格兰在美国商务部报告发行之前出版的著作（Ａｂｅｇｇｌｅｎ ＆
Ｂｏｓｔｏｎ Ｃｏｎｓｕｌｔ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１９７０），可以发现美国商务部的报告在这个问题上采用
的观点来自阿贝格兰。实际上，约翰逊关于日本政经关系的本质的认识也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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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贝格兰。① 纵观美国各界对于日本政经关系的早期研究，我们有理由认为，阿
贝格兰比约翰逊更早地注意到了政经关系在日本经济中的重要性———这正是草
创期的发展型国家论的出发点，他对于日本政经关系的性质的认识也影响了约
翰逊。

其次，约翰逊提出的发展型国家论的主要内容已经存在于阿贝格兰的论述
中。关于这个问题，已有比较详细的文献梳理（宋磊，２０１５：２０ － ２２）。值得再
次强调的是，如果说发展型国家论的要点是资本形成与产业政策，那么对于这
样两个要点，阿贝格兰早已进行了比较充分的论述（Ａｂｅｇｇｌｅｎ ＆ Ｂｏｓｔｏｎ
Ｃｏｎｓｕｌｔ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１９７０：５７ － ８２）。问题在于，尽管阿贝格兰的论述以英文进
行，却由日本的出版社出版，了解相关论述的西方学者极少。② 这一现象是发展
型国家论者忽视他的研究，阿贝格兰传统长期未被识别的重要原因。

约翰逊和阿贝格兰都没有对自己的研究特点进行总结。但是，两者的区别
是明显的。作为政治学者的约翰逊更倾向于强调政治对于经济的规定作用，重
视主要涉及大企业的产业结构政策及其对于资本形成的影响，甚至认为只要能
够证明政府确实影响了资本形成，那么就可以认为产业政策是成功的（Ｊｏｈｎｓｏｎ，
１９８２：８）。作为管理学家的阿贝格兰更重视企业如何在为政治所规定的环境中
发展出特定的组织形态以及这种组织形态与竞争力的关系，更为关注在大企业
和中小企业之间保持了平衡的企业合理化政策对于企业能力的塑造以及企业如
何使用受到政策影响的资源。③ 笔者将这样两种研究思路称为发展型国家论的约
翰逊传统和阿贝格兰传统。④ 当然，约翰逊传统是主流，阿贝格兰传统则以潜流
的形式存在———很多接近阿贝格兰传统的发展型国家论者并未意识到他们的研
究实际上接续了这个潜流。在这里，问题的要点在于，在发展型国家论的早期
发展阶段，分别以主流和潜流形式存在的两种研究传统在事实上相互支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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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关于日本政府与企业的关系，约翰逊详细地引用了通产省次官佐桥滋的评论。佐桥
滋认为，尽管政府确实可以通过行政指导等方式影响企业，但是企业并不永远是温顺的
（Ｊｏｈｎｓｏｎ，１９８２：２７２ － ２７３）。这一观点与阿贝格兰的认识一致。

阿贝格兰在日美学术界享有盛誉。但是，他的研究被定位为日本企业研究，关注他
的研究的学者主要是经济学家和管理学家，这些学者很少注意他关于政企关系的论述。

阿贝格兰的日本研究始于日本企业研究，其研究对象是企业的生产组织方式
（Ａｂｅｇｇｌｅｎ，１９５８：１１１）。因此，在从企业研究转入政经关系研究的时候，政治或政策对于企
业的生产组织方式的影响自然成为研究重点。

产业政策研究中存在配置主义的产业政策观和生产主义的产业政策观。这两种产业
政策观与发展型国家论的两个研究传统存在某种程度的对应关系。约翰逊和阿贝格兰的研究
兼具两种风格，但是研究重点不同。



公共行政评论２０２１年第２期

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尽管约翰逊及其主要追随者们确实未从正面论及阿贝格兰的贡献，

但是他们的研究并不排斥阿贝格兰的思考方向。首先，约翰逊关于企业合理化
政策的论述表明，约翰逊传统与阿贝格兰传统并不互斥。在评论追随者们重视
的产业政策的类型问题时，约翰逊明确指出，产业政策由产业结构政策和企业
合理化政策组成，前者指优先支持何种产业发展的政策，后者指推动企业提高
管理水平和企业能力的政策（Ｊｏｈｎｓｏｎ，１９８２：２７，３１４）。在后续研究中，他也
坚持认为，协助企业改进管理水平、降低生产成本、改善劳资关系的政策属于
产业政策（Ｊｏｈｎｓｏｎ，１９８４：９），而这些政策显然正是他提出的企业合理化政策。
参考上文对于阿贝格兰相关研究的介绍，我们可以发现，阿贝格兰的研究在相
当程度上指向约翰逊所定义的企业合理化政策。在这个意义上，至少在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初期，两个研究传统并不抵触。特别值得指出的是，约翰逊与经济学家
泰森、道西共同编著的论文集《政治与生产率：为什么日本胜出》对于政府能
力与企业组织形态、企业能力之间的关系给予了关注，而这些内容正是阿贝格
兰传统的重点。①

第二，发展型国家论早期三杰的研究不但直接受到约翰逊传统的影响，而
且或多或少地具有阿贝格兰传统的特征。爱丽丝·艾姆斯丹在发展型国家论者
中受到高度评价，但是她的理论贡献并未被全面、准确地理解。如果说发展型
国家论具有两个研究传统，那么在所有发展型国家论者之中，她的研究最接近
阿贝格兰传统。在关于韩国工业化进程的经典研究里面，她确实重视产业政策
对于资本形成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她的研究具有约翰逊传统的色彩。但是，
她对于企业如何使用政府提供的资源，发展出特殊的组织形态也给予了充分的
关注，并讨论了这种组织形态创新与企业竞争力之间的关系（Ａｍｓｄｅｎ，１９８９）。
对于艾姆斯丹来说，资本形成非常重要，但是资本形成自身并不等于工业化，
生产现场的资源使用效率、企业能否形成特殊技能（Ｆｉｒｍ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Ｓｋｉｌｌ）以及发
展出具有竞争力的组织形态才是工业化能否成功的关键（Ａｍｓｄｅｎ，１９９７：
４７７ － ４７８；Ａｍｓｄｅｎ ＆ Ｃｈｕ，２００３）。在这一问题上，她与将资本形成置于决定性
地位的罗伯特·韦德完全不同。在发展型国家论以及约翰逊传统的发展过程中，
韦德具有重要地位。他的研究的关键词是资本形成与产业结构政策。在关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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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该书中，企业层面的技术进步和生产能力与产业政策的关系被置于中心位置。在
这个意义上，至少该书部分作者的研究思路接近阿贝格兰传统（Ｃｏｈｅｎ ＆ Ｚｙｓｍａｎ，１９８９；
Ｄｏｓｉ，Ｔｙｓｏｎ ＆ Ｚｙｓｍａｎ，１９８９），而作为主编的约翰逊并不反对这种思路。在这一时期，事实上
融合了两个研究传统的实证研究的典型是Ａｎｃｈｏｒｄｏｇｕｙ （１９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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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台湾地区工业化的著名研究之中，韦德围绕资本形成与资源配置以及产业结
构政策与自由放任两个研究议题积极地与主流经济学对话，并试图通过这种对
话来明确发展型国家论的特点。① 在这个意义上，韦德不但进一步确立了发展型
国家论的学术立场，而且强化了重视资本形成与产业结构政策的约翰逊传统在
发展型国家论之中的地位。但是，韦德也讨论过诸如中心－卫星系统，即关于
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的合作网络的企业合理化政策等阿贝格兰传统重视的产业政
策在中国台湾地区工业化进程中的作用（Ｗａｄｅ，１９９０：１８７，２０７）。

如果说艾姆斯丹和韦德分别更多地接续了阿贝格兰传统和约翰逊传统，那
么皮特·埃文斯则在两种传统之间比较充分地保持了平衡。埃文斯的嵌入自主
论被发展型国家论的支持者们认为代表了这一学派的最高分析水平。② 笔者认
为，埃文斯提出这一理论的目的在于解决发展型国家论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实
际上，约翰逊和阿贝格兰关于政经关系的讨论都停留在相关性的层次，并不能
令人信服地展示政治介入和产业发展之间的因果关系。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埃
文斯结合扎伊尔、韩国、巴西、印度等经济体／地区的实践，以政府机构的自主
性和政府对于社会的嵌入程度为两轴，区分了后进国家中可能出现的组合，指
出具有政府自主性与紧密的政府－社会关系的国家才是可以成功地推动产业发
展的发展型国家或发展型地方政府（Ｅｖａｎｓ，１９９５：１２ － １３）。尽管这种理论是
否真正解决了约翰逊和阿贝格兰未能解决的因果关系问题尚有讨论的余地，但
是埃文斯确实带来了更为系统的分析框架，打开了新的研究空间。③ 对于本文来
说，问题的要点是，由于埃文斯先后引用了偏重资本形成的格申克龙、韦德和
更多地关注企业组织形态的经济社会学家格拉诺维特和交易成本经济学家威廉
姆斯，即同时论及了资本形成和企业能力的形成（Ｅｖａｎｓ，１９９５：１８，２２，２６，
３１），所以，他的分析框架可以与两个研究传统之中的任何一个对接。换言之，

６

◆论文

①

②

③

韦德认为，发展型国家论与主流经济学的核心区别在于对工业化中资本形成与资源
配置的重要性的判断不同。在他那里，所谓资本形成主要指政府影响下的资本形成，而资源
配置则主要是市场机制主导的资源配置。尽管他对于这一问题进行了大量论述，但是对于企
业层面生产过程的分析不够充分。在他的研究出版之后，资本形成在发展型国家论中的地位
开始上升（Ｗｏｏ，１９９１）。这样的研究思路显然与约翰逊认为只要能够证明产业政策推动了特
定产业的资本形成，那么就可以认为产业政策成功的判断一致。

同一时期出现的管制性互赖论（Ｗｅｉｓｓ，１９９５）在理论结构上与嵌入自主性论接近。
发展型国家论至少涉及三种因果机制：在什么情况下会出现政府介入？在什么情况

下政府介入会推动产业发展？在什么情况下政府介入带动的经济发展符合成本收益原则？埃
文斯试图厘清前两种因果机制。但是，即使政府在政策设计阶段像埃文斯期待的那样充分地
参考产业界提供的信息，产业也未必能够实现发展。在这个意义上，他关于第二种因果机制
的讨论显然是不充分的。至于第三种因果机制则只能在阿贝格兰传统之下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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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入自主论打开的研究空间可以容纳关于产业结构政策的研究，也可以包含关
于企业合理化政策的研究（Ｅｖａｎｓ，１９９５：４８）。①

我们知道，约翰逊和阿贝格兰的早期研究更多地是提出观察问题的思路、
确认日本赶超进程之中的典型事实，而非构筑理论。② 实际上，发展型国家论的
理论框架在相当程度上是由后继者们发展的。

艾姆斯丹、韦德和埃文斯的主要作品代表了发展型国家论的三波理论突破：
艾姆斯丹关于韩国的实证研究，以表明发展型国家并非日本特殊现象的方式，
提高了发展型国家论的普遍意义；韦德的研究将资本形成固定为发展型国家论
的关键研究议题；埃文斯的研究讨论了发展型国家论中的因果机制。值得强调
的是，正如我们在上文指出的那样，早期三杰的研究都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阿贝
格兰传统的思路，上述理论突破都是在两个研究传统共同支撑的理论空间内取
得的。遗憾的是，在发展型国家论连续完成了三波理论突破之后，阿贝格兰传
统日益淡出，发展型国家论的理论空间逐步缩小。

三、两个研究传统的分疏

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至９０年代中期的发展型国家论中，尽管约翰逊传统处于
主流地位，阿贝格兰传统没有受到重视，但是偏向约翰逊传统的一些研究者的
研究兼具阿贝格兰传统的要点；类似地，一些偏向阿贝格兰传统的研究者也重
视如何将政治因素与企业组织形态的演进联系起来。因此，在这一时期，同时
存在的两个研究传统遥相呼应。如果这种研究格局持续下去，事实上的合流是
可能的。但是，进入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之后，两个研究传统日渐分疏，平行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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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在这一时期，一些延续了阿贝格兰传统的研究方向、可以称为泛发展型国家论者的
学者也参与了关于东亚经济发展中的政经关系的讨论。在具有阿贝格兰的研究特色的泛发展
型国家论者中，冲本·丹尼尔可能是做出了最重要贡献的一位。与其他泛发展型国家论者相
比，大卫·弗莱德曼的研究最具特色。冲本详细分析了日本的产业／企业组织结构为什么提高
了政策效果。在这样的问题意识下，政府结构和产业／企业结构被放在了一起。这样的研究思
路对于我们在第四节提出的分析框架具有重要的启发。弗莱德曼则更进一步认为政府如何影
响了以柔性生产方式（ｆｌｅｘｉｂｌ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为代表的生产组织方式的形成才是评价日本政经关
系的关键（Ｆｒｉｅｄｍａｎ，１９８８；Ｏｋｉｍｏｔｏ，１９８９）。或许因为产业／企业组织形态变化对于他所研
究的机床产业具有重要影响，而机床产业是企业合理化政策的重要对象，弗莱德曼对于企业
合理化政策给予了特殊的关注。当然，作为政治学者的冲本和作为经济社会学者的弗莱德曼
对于政治的作用都给予了充分的重视。

约翰逊明确表示，其代表作本来是史学导向而非理论导向，只是因为编辑的坚持，
他才增加了理论章（Ｊｏｈｎｓｏｎ，１９９９）。



公共行政评论２０２１年第２期

发展。出现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具有不同学科背景的发展型国家论者都强化了特
定的学科色彩。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之后，约翰逊和阿贝格兰的同时转向是发展
型国家论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事件。在发展型国家论内部，主流学者的研究的政
治学色彩日益明显，停止了对于企业合理化政策以及与之相关的企业能力问题
的关注；非主流学者的研究的经济学（管理学）特征逐渐增加，更多地研究后
进国家企业能力的形成机制。这种变化的结果是阿贝格兰传统淡出发展型国家
论，发展型国家论的政治学色彩日益增加。①

在发展型国家论的政治学化过程中，约翰逊对于研究方向的调整具有关键
作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期之后，约翰逊多次论及发展型国家论。但是，在这些
论述中，他完全以政治学家的姿态出现，不再关注曾经重视的企业合理化政策
或生产领域的政企关系的具体形态。② １９９５年，约翰逊以“谁统治日本：发展
型国家的出现”为题，将其关于发展型国家的论文结集出版。这部论文集重点
讨论了意识形态、政治制度以及官僚体系与发展型国家的关系。在这种讨论中，
企业能力的形成被视为给定的变量（Ｊｏｈｎｓｏｎ，１９９５）。在收录于《发展型国家》
（ＷｏｏＣｕｍｍｉｎｇｓ，１９９９）———这部集结了很多重量级学者、被广泛引用的论文集
在发展型国家论的发展方向上具有宣示或指引作用———的论文之中，约翰逊对
于其研究的要点进行了总结。尽管这篇论文确实提及了企业合理化政策，但是
重点是意识形态、政治体制、政治家与官僚的关系、消费者权益等政治因素与
产业政策的关系（Ｊｏｈｎｓｏｎ，１９９９）。这些研究表明，这一时期约翰逊的研究方
向已经从兼顾资本形成与资本使用或产业结构政策与企业合理化政策，完全转
向资本形成与产业结构政策。③

８

◆论文

①

②

③

发展型国家论演变为政治学理论并不意味着发展型国家论者不再关注政经互动。不
过，他们所关注的政经互动主要在“公共领域”出现。

在上文提及的收录于《政治与生产率：为什么日本胜出》的论文中，他重点讨论的
具体问题是通产省和邮政省在制定与执行产业政策的过程中的关系。显然，这是一个典型的
政治学或行政学议题（Ｊｏｈｎｓｏｎ，１９８９）。

在这篇论文中，约翰逊列出一节专门论及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他注意到，经济学家
和偏向经济学（管理学）的学者希望他能够对于企业生产活动以及政府对于企业生产活动的
具体影响给予更多的关注。但是，约翰逊认为，这些学者之所以提出这种希望，是因为他们
的研究思路仍然停留在政府与企业两分的层次。约翰逊的这种回应在形式上意味着他反对将
政府与企业分割开来，在实质上则表明他已经不再对政府对于企业层面的生产活动的影
响———企业合理化政策的主要内容以及阿贝格兰传统的重要研究对象———给予更多的关注，
毕竟，约翰逊是关注行政行为的政治学家。在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一时期的约翰逊完成了对
于自己早期研究的部分内容的自我否定。或许与约翰逊的这种研究转向相关，在日本学术界，
高度肯定他的研究的主要是早期的通产省官僚以及行政学者（大山，１９９６；Ｊｏｈｎｓｏｎ，１９９５：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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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约翰逊同步，主流学者们收录于《发展型国家》的论文也主要讨论民族
主义、发展型国家论的政治经济起源与系谱等问题。至此，本文所定义的约翰
逊传统彻底主导了发展型国家论的发展，那些为发展型国家论的阿贝格兰传统
的发展预留了空间的政治学者的研究已经难以改变这种趋势。①

推动发展型国家论政治学化的不仅仅是政治学家，一些本来可以促进阿贝
格兰传统持续发展的经济学家也参与了这一进程。让人印象深刻的是，这些经
济学家的相关研究实际上放弃了经济学以及与经济学具有内在联系的企业管理
学的思路，转向了政治学。如第一节所述，韦德曾经注意到企业合理化政策。
进一步地，他指出关于工业化的研究必须将企业组织形态以及不同规模企业之
间的关系放在中心地位。但是，接下来，他却表明他的主要研究兴趣在于公共
权力的行使（Ｗａｄｅ，１９９０：７０）。张夏准的代表作的理论构造典型地体现了作为
发展型国家论者的经济学家是如何转向政治学版本的发展型国家论的（Ｃｈａｎｇ，
１９９４）。张夏准接受的是标准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教育。所以，我们本来有理由
期待他将发展型国家论的两个研究传统连接起来。他的代表作的分析框架是所
谓政府介入的新制度主义理论，而构成这一分析框架的具体理论是交易成本经
济学。张夏准的分析框架要点有二。第一，政府介入可以降低整个经济体系的
交易成本；第二，如果政府介入可以视为一种交易———政府为特定产业提供优
惠，特定产业以产业规模的扩大或竞争力的提高来回报政府的支持，那么这种
交易的成本（在相当程度上等于寻租成本）可以通过制度设计来进行控制。从
他的分析框架的理论基础可以看出，其研究重点在于资本形成，而不是资本使
用，他所关注的主要是制度在“公共领域”而不是生产领域的影响。在他的实
证研究中，研究重心不是企业合理化政策或政府对于企业生产活动的影响，而
是意识形态或法律制度等对于发展的作用（Ｃｈａｎｇ，１９９８，２００２）。②

与约翰逊的转变类似，阿贝格兰后来专注于管理学意义上的日本企业研究，
不再频繁地论及政企关系。在这样的过程中，阿贝格兰在美国学术界的形象被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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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在发展型国家论者中，政治学家戴约以研究劳动问题知名（Ｄｅｙｏ，１９８９；Ｄｅｙｏ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１）。很明显，关于劳动问题的研究容易与重视政府对于企业生产活动的具体影响的阿贝
格兰传统相连接。但是，戴约的研究很少为主流学者提及。

在交易成本经济学内部，诺斯和威廉姆斯的研究存在微妙而重要的区别。具体来说，
诺斯意义上的交易成本分析很难与企业的生产活动直接连接，威廉姆森意义上的交易成本分
析则可以与企业的生产活动联系起来。张夏准同时援引了诺斯和威廉姆森。但是，诺斯的分
析是其研究的主要出发点，他只是在涉及具体问题的时候才援引威廉姆森（Ｃｈａｎｇ，１９８４：
１８，１９，２１，６４，６５，１３４）。以诺斯意义上的交易成本为核心来构筑分析框架，决定了张夏
准难以分析企业合理化政策或政府对于企业层面的生产活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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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格为日本企业研究的权威，而不是日本政经关系问题的专家（Ａｂｅｇｇｌｅｎ ＆
Ｓｔａｌｋ，１９８５）。在这一时期，艾姆斯丹仍然呼吁研究者重视生产活动和资源使
用。遗憾的是，她的呼吁没能改变研究者们对于资本形成问题的过度重视
（Ａｋｙｕｚ ＆ Ｇｏｒｅ，１９９６；Ａｍｓｄｅｎ，１９９７ ）。①

在这一时期，尽管发展型国家论仍然在发展，一些高质量的研究持续出现，
政经关系也仍然是这些研究的主题，但是这些研究涉及的政经关系实际上只存
在于“公共领域”，生产领域的政经关系不是研究者们关注的要点，生产领域的
政经关系对于“公共领域”的政经关系的影响也很少被提及（Ｎｏｂｅｌ，１９９９；
Ｓｃｈｗａｒｔｚ，１９９８）。在这样的发展过程中，发展型国家论完全为约翰逊传统支配，
逐步成为纯粹的政治学或作为政治学的政治经济研究。②

约翰逊传统完全支配发展型国家论所造成的影响典型地体现在关于政经互
动的分析之中。政经互动是发展型国家论的主要出发点和标志性特征，经济发
展，特别是产业层面的经济发展是发展型国家论的研究重点（朱天飚，２０１１：
６７）。但是，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之后的发展型国家论的发展过程之中，政经
互动逐渐被处理为政治对于经济的影响，产业发展日益被等同于资本形成。

我们知道，企业或企业家兼具资本所有者和生产活动组织者两种性质。因
此，作为政经互动的主要内容，政府与企业或企业家的关系具有政府与作为资
本所有者的企业或企业家的关系，即政商关系以及政府与作为生产组织者的企
业或企业家的关系，即政企关系两个侧面。但是，在发展型国家论的发展过程
中，企业或企业家日渐被理解为资本所有者，而不是生产活动组织者。于是，
本来具有丰富内涵的政府与企业关系被简化为政商关系。与上述问题相关，产
业发展不但受到资本形成的状态的影响，而且受到资本使用的效率的制约。因
此，资本形成是产业发展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但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

０１

◆论文

①

②

在这一时期，有研究者注意到了政府介入与企业能力之间的关系———阿贝格兰传统
的要点———的重要性。尽管实际上处理的就是发展型国家论者处理的研究问题，但是这样的
研究者并不重视发展型国家论（Ｋｉｍ，１９９７）。部分日本学者意识到了政府介入与企业能力之
间的关系的重要性。但是，这些研究以日文发表，未与艾姆斯丹等人的研究融合。

约翰逊传统支配了发展型国家论并不意味着其后不存在理论进展或研究范围的扩展，
而是说约翰逊传统支配了发展型国家论之后相关研究日益指向特定主题。比如，新发展型国
家（ｎｅｏ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ａｔｅ）、柔性发展型国家（ｆｌｅｘｉ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ａｔｅ）和发展型网络国
家（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ｅｄ ｓｔａｔｅ）等理论进展就是在这一时期出现的。这些理论接续了埃文
斯的研究思路，但是与过于强硬的国家主义的发展型国家论保持距离，在政治学的范围内深
化了发展型国家论。在这一时期，对于推动产业发展的政府机构的研究———约翰逊早期研究
关注的重要主题之一，发展型国家论者也积极地进行了扩展（Ｂｒｅｚｎｉｔｚ ＆ Ｏｎｓｔｏｎ，２０１３，
２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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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发展型国家论者关于产业发展的研究主要围绕资本形成展开，对于资本
使用采取存而不论的态度。这种研究思路显然不能充分地揭示政经互动或政府
与企业关系的全貌。①

四、研究传统的统合与中国悖论的局部破解

发展型国家论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期进入中国学术界（宋磊、郦菁，２０１９：９）。
但是，基于发展型国家论的中国研究实现快速发展是在２１世纪之后。需要注意
的是，在这一时期，发展型国家论已经完全为约翰逊传统所主导，产业发展被
等同于资本形成，产业政策也被简化为产业结构政策。这种过于简化的研究思
路不但不能覆盖中国实践的全部内容，而且难以揭示中国实践的内在逻辑，发
展型国家论的中国悖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

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发展或工业化进程是涉及大量研究议题的庞大
研究领域。就发展型国家论者关注的政经关系而言，中国的经济发展或工业化
至少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政经关系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但是中央政府与地方
政府的介入重点不同。以产业政策为例，中央政府的政策重点在于产业结构政
策，而地方政府在产业结构政策之外也大量推行企业合理化政策。在中国实践
中，相对而言，两种产业政策的焦点分别更多地指向资本形成和资源使用。② 第
二，中国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为推动经济发展所采取的创造新产业等政策措
施已经超出了日韩等早期典型发展型国家的实践范围。第三，随着中国经济的
发展，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形式出现了明显的变化。以招商引资政策为例，地
方政府已经从在政府体系内部分解任务转向借助专业招商公司、引入产业地产
运营商等更为市场化的招商方法。③

上述特征表明，中国政府的实践已经远远超出了资本形成和产业结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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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在中国学术界，相关研究主要关注“公共领域”的政商关系，忽视生产领域的政企
关系。这种现象不但存在于政治学、社会学和公共管理学界，而且存在于经济学界。

关于为什么中央政府不重视企业合理化政策，请参考宋磊、郦菁（２０１９）。但是，容
易被忽视的是，地方政府对于企业合理化政策往往采取积极的态度。在中国的政策实践中，
地方政府高度重视工业园区的建设并积极进行招商引资，参与了企业能力的提升过程。这些
政策基本上属于企业合理化政策。

在笔者的视野之内，太和保兴创设的医药产业园已经超越了产业园运营商的范围，
实际上发挥了产业运营商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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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过于突出资本形成和产业结构政策或“公共领域”的政商关系的约翰逊
传统难以展现中国实践的全部特征。同时，上述特征也表明，统合约翰逊传统
与更重视企业合理化政策与资源使用效率的阿贝格兰传统，有助于全面揭示中
国工业化进程中与政经关系相关的实践的逻辑，进而逐步破解发展型国家论的
中国悖论。需要说明的是，基于发展型国家论的中国研究已经发展为一个研究
领域，任何试图推动这种研究、破解发展型国家论的中国悖论的尝试都只能从
具体研究议题开始，这种尝试性的破解也只能是局部的。

以上述政经关系为背景，不同于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中国的经济
发展，特别是制造业———发展型国家论关注的重点产业———的发展呈现出自身特
征：第一，中国制造业的规模扩张与技术进步并不同步；第二，与第一个特征
有关，中国的创新政策———当代产业政策的核心部分———经历了从遵从“以市
场换技术”到强调“自主创新”的巨大转折。就本文的问题意识而言，如何依
托统合后的约翰逊传统与阿贝格兰传统有效地分析上述现象，是从局部破解发
展型国家论的中国悖论的关键。

近年来，受到发展型国家论影响的部分学者开展的研究已经具有了在事实
上统合两个研究传统的性质。有趣的是，这些研究大多是关于汽车、机床、半
导体、计算机等具体产业的（Ｂｒｅｚｎｉｔｚ，２００７；Ｌａｚｚａｒｉｎｉ，２０１５；Ｔｈｕｎ，２００６；Ｗｅｉｓｓ，
２０１４）。① 这些研究不但关注政策如何影响资本形成，而且重视企业层面的资源
使用效率。另外，部分研究不但重视产业结构政策，而且涉及了企业合理化政
策。所以，他们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统合两个研究传统的性质。或许，对
于具体产业发展过程的关注意味着这些学者不得不同时重视政府对于资源配置
的影响以及企业使用受到政府影响的资源的效率。但是，这些学者并未意识到
发展型国家论两个研究传统的存在以及两个研究传统的分疏所导致的问题，对
两个研究传统进行的统合并不充分。本节进行的尝试在某种意义上以这些研究
为出发点。

在统合两个研究传统的过程中，除了应该重视两种产业政策、强调企业或
企业家作为资本所有者和生产活动组织者的两重身份、兼顾政府对于资本形成
和资源使用的影响之外，一个关键问题在于如何把握发展型国家论的学科属性。
如上文所述，发展型国家论的理论来源涉及政治学、经济学和管理学等多个学
科，处理的是后进经济体发展过程中的政经关系问题。回到政治经济学的原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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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大野健一的研究具有强烈的阿贝格兰传统的特色（Ｏｈｎｏ，２０１４）。但是，他对于政治
学的关注不够，难以归类为发展型国家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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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发展型国家论显然属于政治经济学。进一步地，如果基于发展型国家论
的研究涉及国别比较，那么这种研究当然属于比较政治经济学。① 政治经济学或
比较政治经济学———不管是偏向政治学的还是偏向经济学的———的主流研究思路
都是宏大的，而宏大的研究思路容易忽视后进经济体发展过程中的政经关系的
具体侧面。在这里，笔者并非否定发展型国家论者视野宏大的研究。实际上，
这些研究确实解决了国家意志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国家－社会关系对于工业
化进程的塑造等重大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只是后进经济体／地区发展进程中的
部分问题，发展型国家论者对于上述问题的解决也是粗线条的。上文列举的中
国经济发展的关键特征，即中国制造业的规模扩张与技术进步并不同步，技术
政策的根本方向经历了巨大转折，直接或间接与企业层面的生产活动相关，难
以在长于总体分析的政治经济学者那里得到关注。在发展型国家论是否适用于
中国研究等若干重大问题已经初步解决的情况下，如何处理上述具体研究议题
已经成为现阶段基于发展型国家论的中国研究的要点，而这些研究议题显然
与包括公共管理学和企业管理学在内的广义的管理学密切相关。尽管发展型
国家论的学科属性确实是政治学，但是作为政治学的发展型国家论需要坚实
的“微观基础”，任何试图统合两个研究传统的尝试都应该打通政治学和管
理学。

正如将分别重视政商关系与政企关系、产业结构政策与企业合理化政策的
两个研究传统放在一起只是表面化的统合，将政治学与管理学并列并不意味着
打通了两个学科。在分析技术上打通政治学与管理学的难度很大。原因很简单，
试图完成这种工作的研究者必须在两个学科都具有长期的积累。在笔者的阅读
范围内，成功的尝试（路风，２０１９）极为少见。在这个意义上，本节提出的研
究课题超越了笔者的研究积累。但是，发展型国家论的中国悖论表明，发展型
国家论的现有理论框架已经难以有效地分析中国实践，而中国实践是当代后进
国家赶超进程的代表。因此，统合两个研究传统的尝试是必要的。

笔者认为，以国家意志和企业发展的内在逻辑为起点，以工业行政能力和
企业能力的关系为核心来统合两个研究传统是现实选项之一。这种统合方式考
虑了发展型国家论的学科属性，试图为发展型国家论增加“微观基础”、解决第
二节讨论的发展型国家论未能充分解决的因果机制问题，可以完善关于中国经
济发展中不同于日韩、中国台湾地区实践的两个根本特征的理论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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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政治经济学中存在分别偏向政治学和经济学的不同版本。现阶段的发展型国家论更
接近偏向政治学的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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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发展型国家论———至少是约翰逊传统———的逻辑，国家意志是后进经济
体实现发展的起点。一般来说，国家意志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可以通过专制性
权力和基础性权力实施。专制性权力指国家不必与社会协商即可采取行动的权
力，基础性权力则指国家穿透社会，落实其决策的权力。由于这里所说的权力
与能力密切相关，而这种能力实际上主要是行政能力，所以发展型国家论，特
别是约翰逊传统的逻辑起点就是作为这两种权力／能力的表现形式的行政能力。
但是，经济发展的主体毕竟是企业，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是企业扩张的过程
（Ｃｈａｎｄｌｅｒ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７），而支撑这种扩张的是企业能力———阿贝格兰传统的关
键词。强大、高效的行政能力显然不是企业能力得以提高的充分条件，行政能
力与企业能力如何有效结合，才是决定后进经济体的赶超进程的具体形态的隐
秘要点。

让我们回到如何理解中国制造业发展中的两个根本特征，从局部破解中国
悖论。在试图以行政能力与企业能力的关系为核心来统合两个研究传统、推动
发展型国家论的理论发展的时候，以下问题值得注意。首先，不同类型的产业
政策需要不同性质的行政能力的支撑，在不同产业群之中，行政能力与企业能
力的理想结合机制会呈现不同的组合。其次，不同经济体崛起时期，国际分工
体系的形态不同，而这种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不同经济体中行政能力与企
业能力的应然结合形态。①

接下来，我们以上述分析为依托，以行政能力与企业能力的关系为核心，
尝试初步讨论中国制造业崛起过程中出现的规模扩张和技术进步之间的落差以
及创新政策的转向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中国制造业的发展与国际分工
体系的变化密切相关。继港台地区资本进入内地之后，重塑了国际分工体系的
模块化对于中国制造业产生了巨大影响。模块化至少具有两重含义：第一重含
义是产品建构的模块化，即关键部件的复杂性上升，产品部件或工序之间的关
系向标准化的方向发展；第二重含义是组织建构或商业模式建构的模块化，即
垂直统合的生产组织方式在相当程度上为水平分工的生产组织方式取代，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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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国际学术界，一些具有经济学或管理学背景的学者试图将政府对于企业能力构筑
的影响作为理解后进经济体工业化的要点（Ｃｉｍｏｌｉ，Ｍ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９；Ｒｏｄｒｉｃ，２００３：１９；
Ｔｅｅｃｅ，２０１７，２０２０）。正如引入地方政府的视角之后我们可以发现具体地推动经济发展的不再
是抽象的国家，引入生产能力和技术能力的关系之后，我们可以注意到发展的成效也难以简
单地用成功或失败来概括。正是在明确地处理了这些问题之后，发展型国家论才能实现新的
发展。



公共行政评论２０２１年第２期

国家企业向低成本地区的大规模外包即是这种变化的直接表现。模块化生产组
织方式最早于美国出现，在成本压力下，其他先进经济体逐步跟进，极大地推
动了资本和生产活动的跨国转移（Ｓｔｕｒｇｅｏｎ，２００２；Ｚｙｓｍａ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７）。消费
者电子、汽车等中国制造业的核心部门在这样的背景下被带入国际分工体系
（藤本等，２００５；Ｔｈｕｎ，２００６）。

模块化对于后进国家企业能力的塑造深刻而复杂：一方面，由于模块化意
味着部件或工序之间的关系转向标准化，核心部件全球流通，所以后进国家企
业可以在不掌控产品设计知识和关键部件知识的情况下迅速形成生产能力；另
一方面，由于模块化意味着先进国家企业控制产品设计和核心部件，所以，曾
经广泛存在于日韩和中国台湾地区的“边干边学”或生产能力与技术能力的同
步提升在中国制造业的扩张过程中不再存在（Ｓｏｎｇ ＆ Ｇｅ，２０１３；Ｓｏｎｇ，２０１８）。
换言之，对于中国来说，生产能力与技术能力的乖离是模块化生产组织方式的
内在逻辑。本节提出的中国制造业发展过程中的第一个特征就是在这样的背景
下出现的。同时，正是因为注意到了这种趋势，中国的科技政策才在２００５年之
后转向自主创新。

让我们回到行政能力与企业能力的关系。正如中国的发展型国家论者们强
调的那样，中央政府的产业结构政策与地方政府围绕招商引资展开的竞争是中
国制造业崛起的关键。用本节倡导的分析框架来表达，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
行政能力为企业能力的形成创造了条件。但是，在模块化生产组织方式下，行
政能力可以直接影响的只是企业能力中的生产能力，难以直接提高企业的技术
能力。需要注意的是，模块化生产组织方式的兴起是大量产业转向中国的前提，
央地政府的介入可以扩大模块化生产组织方式的影响，但是很难改变模块化生
产组织方式的内在逻辑。因此，至少在２００５年之前，行政能力没有扭转存在于
中国制造业企业中的生产能力与技术能力的乖离趋势。试图扭转这种趋势的是
２００５年之后中央政府主导的技术政策调整。在这里，技术政策的转向实际上是
中央政府试图通过行政能力来塑造企业能力中的技术能力的发展方向。但是，
值得强调的是，如果将技术政策的调整理解为政策范式变迁，那么这种政策范
式变迁至少在汽车等行业中并未完成。这种现象意味着我们尚未充分理解行政
能力塑造企业能力中的技术能力的规律（宋磊，２０１６：１７３ － １９８）。在上述意义
上，理解行政能力与作为企业能力关键内容的技术能力之间的关系，既是作为
发展型国家的中国实现持续发展的要点，也是破解发展型国家论的中国悖论的
关键。由于行政能力与作为企业能力关键内容的技术能力可以分别从约翰逊传
统与阿贝格兰传统中抽象出来，两个研究传统在发展型国家论的早期阶段曾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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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相支撑，所以，厘清发展型国家论两个研究传统的特征及其相互关系有助于
完善中国的政策设计，破解发展型国家论的中国悖论。

五、小结

世界工业史表明，后进经济体的实践往往可以带动社会科学的理论突破。
对于关注后进经济体发展过程中的政经关系的发展型国家论来说，上述判断同
样成立。但是，学术界对于中国实践的理论化并不令人满意。就本文的研究主
题来说，不同于早期后进经济体的实践对于发展型国家论的理论发展的明显推
动，具有丰富内涵的中国实践与发展型国家论的相遇并未产生理论上的突破。
出现这种悖论的主要原因在于发展型国家论内部的理论张力在发展过程中逐渐
弱化，而缺乏理论张力的理论流派往往难以持续发展。在这个意义上，本文试
图以复活阿贝格兰传统的方式，为发展型国家论找回理论张力，尝试以国家层
面的行政能力与微观层面的企业能力的关系为中心，从局部破解发展型国家论
的中国悖论，推动发展型国家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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